那年陽光燦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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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人們是透過什麼樣的媒介來了解歷史的痕跡與轉變？是經由歷史學家筆下的文字？或是製片家所拍攝的史詩電影？亦或是一般的紀錄片或劇情片？電影與歷史的糾葛關係是直到法國新浪潮時期才成功地將電影升格為藝術，不但能與其他藝術形態相提並論，甚至也有資格能為「歷史」做見證。

本論文在藉由智利導演安德烈．伍德(Andrés Wood)於2004年的作品〈那年陽光燦爛〉(Machuca)進一步探討發生於1973年9月11日的智利軍事政變。儘管此次政變表面由皮諾切特將軍發動，但幕後其實有不少的美國政治力介入。獨裁政權造成了千萬人逃亡、喪命、失蹤、入獄或逃離國門，而原本超越社會階層對立的三位年輕主角的友誼似乎也不敵殘酷的社會現實面而以悲劇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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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at kind of media use the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its transformation? Text described by the historian? Or the epic film shot by the filmmakers? Or a documentary or feature film? The relation between films and history had a new definition during the French New Wave period, when the movie was upgraded to the arts, not only can be compared with other art forms, and even can be witness for “history”.

   By the film “Machuca” of the Chilean director Andrés Wood in 2004, this thesis is to study the Chilean military coup on September 11, 1973. Although the General Pinochet seems the responsible of the coup, in fact, there are a lot of American political power to intervene. The dictatorship caused millions of people to flee, be killed, be imprisoned, or to flee abroad. And the friendship of three young protagonists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seems to be destroyed due to the cruel reality and the social trag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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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們是透過什麼樣的媒介來了解過往的歷史，是經由歷史學家筆下的文字，或是製片家所拍攝的史詩電影？了解人類的歷史有諸多方法，除了研讀相關的書籍與歷史文獻外，更可透過與歷史學家或相關人物的訪談，以及紀錄片或一般劇情片來深入瞭解歷史的痕跡與轉變。


拉丁美洲是地球上與台灣直線距離最遙遠的一塊大陸。如此遙遠之距離，再加上語言的隔閡，終究讓國人對這塊大陸不僅感到陌生，同時亦存有幾分的神秘感。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是電影，無疑是當今幫助我們在認識遠方世界最有效的工具之ㄧ。拉丁美洲近代歷史中的政治動亂帶給人民的影響極其深遠，不僅上一輩的電影人感同深受，連自幼成長於內戰峰火而今已茁壯的年輕編導們亦無法閃避如此糾纏的童年經驗，進而用鏡頭再次描述了這塊歷盡滄桑的瑰麗大陸。

像世上許多國家一樣，原本以為的民主政治選舉結果其實是另一個獨裁政權的開始。而制度的不完整逐漸造成許多拉美國家人民財富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懸殊、繼而引起的是社會階級的對立，而貧窮所導致的非法移民、販毒暴力、人口販賣等犯罪問題，都對社會形成無比嚴峻的考驗。而此文章則透過導演安德烈‧伍德(Andrés Wood)的〈那年陽光燦爛〉(Machuca,2004)了解當年智利於1973年9月11日所發生的政變，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將軍率領大批軍隊攻下了孟內達宮，阿言德總統(Salvador Allende)戰死，智利正式進入前所未有的獨裁時代。
二、電影與歷史

電影究竟是否能以一種有意義且精確的方式來回憶過去的歷史？在電影研究中，大家習慣使用「虛構電影」(fiction film)的專門用語來代表劇情片，此一用語也顯示出了「想像」與「真實」之間的對比，有別於紀錄片所具有的真實性，劇情片所代表的是種不受限制的想像成分。娜塔莉‧澤蒙‧戴維斯並不贊成這樣「二分法」，這不僅僅是因為紀錄片和「真實電影」(cinéma-vérité)
裡確實存在著一種「創作」的成分，而同時也是因為在劇情片中可以切實地觀察歷史事件、歷史關係與歷史進程 (Natalie Zemon Davis 2002:19-20)。
電影可以顯示出–或者更精確地說明–可以「揣測」出過去的歷史是如何被體驗與被實現，並詳細地表現出歷史中的巨大力量以及重大事件是如何影響每一個不同的地方。除了精心設計出來的編劇之外，電影在「歷史」方面所具有的力量，也源自於它本身的敘事方式所具備的不同技術與資源。早期的電影理論作家往往排斥「敘事」(narration)的字眼，因為他們認為電影是透過「顯示」(showing)的方式來仿造現事而不是一種「述說」(telling)的方式。事實上，正如大衛‧波克爾所指出的(David Bordwell 1985:3-26)，電影既「顯示」，同時也「述說」，所有能夠讓一個故事變得清楚明白的方法，都會被囊括在電影敘事裡面。而即使是「非虛構性的電影」(nonfiction film)也會使用到原創性的虛構手法，呈現出一種混合的風格與特性。在所有的專業史學家裡，有一群人極力主張「歷史的劇情電影」應該被真正評價為「真正的歷史」，而勞勃‧羅森史東更是其中主張最力者之一(Robert Rosenstone 1995:5-23)。
歷史不僅是人們對過去事物的探究，也是我們對古今關係的分析。電影與歷史之間有許多產生交集的可能，這兩者可以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交會，也可以在改變未來局勢，或造成社會變遷的那一刻彼此結合，在這類重要的時刻裡，電影便自然地介入歷史(馬克‧貴侯 1998: 23)。自從電影成了一種傳遞思想的媒介之後，早期的電影工作者便企圖以紀錄片或劇情片的方式加入歷史的洪流。早期大部分的作品就希望藉由影像的呈現來達到宣傳或讚揚的目標。例如在英國，拍攝的對象主要是大英帝國、英國王室、以及海軍部隊；而在法國則是紀錄中產階級勢力高漲後的社會建設，如博覽會和共和政體的機構等，而其中最為後人熟悉與肯定的不外乎是盧米埃(Lumière)兄弟所拍攝的《火車進站》(L'Arrivée d'un train à La Ciotat)，這部早期電影的小片段對歷史的貢獻的確受到相當的矚目。
事實上，最早懂得開發電影所有價值的是蘇聯人和納粹分子，他們不但分析了電影的作用，更為它在學術、宣導與文化領域內找到特殊地位。托洛斯基(Trotski)看清了電影可以被當成重要宣導武器的事實，並提出要「掌控電影」的重要性。另外，當時列寧(Lénine)希望多拍攝「社教片」，由此可見電影在他心中所佔的重要地位。而事實上蘇聯人要等到1927至1928年當史達林(Staline)實現了托洛斯基的願望時，才真正霸佔了電影的製片事業。
另一方面，出生於1924年同時也是最早將電影視為歷史媒介及資料的法國年鑑學派史學家馬克‧貴侯(Marc Ferro)曾指出影像的實務與學術經驗使他得以突破歷史理論的思考領域。他嘗試比較社會對過去所做的各類不同的描繪，並進一步分析歷史意識與歷史研究科學這兩者在真相認知上的差距。根據馬克表示，儘管「電影與歷史」這兩者的密切關係研究早已趨於普遍，但在1960年代初期，當有人開始試圖將電影當成歷史資料研究，並試圖因而顛覆傳統的歷史分析時，卻不免遭受到學術界的反彈。其實早在1930年代，蘇聯等某些經歷「改革」後的國家就曾肯定了電影的藝術地位，而其中又以艾森斯坦(Serge M.Eisenstein)為最具代表性人物。只不過在其他國家的電影大師如卓別林(Chaplin)、尚‧雷諾(Jean Renoir)、羅塞里尼(Rossellini)在當時尚未受到真正的重視，是直到1960年代，藉著文學與攝影機的力量，法國新浪潮(Nouvelle Vague)人士才成功地將電影升格為藝術，不但能與其他的藝術形態相提並論，甚至也有資格能為「歷史」做見證，尤其許多影像的調查報告都藉助了當事者的記憶及口述來為歷史做見證，因此電影也算盡力撰寫了一部非官方的另類歷史(馬克‧貴侯1998:13-15)。
三、從「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到「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

西葡兩國在拉丁美洲的影響是全面的，三百年的殖民，使得這一區塊的主要語言是拉丁語。由西班牙所建立的殖民制度，在西班牙帝國的瓦解以及美法革命成功的鼓舞下，拉丁美洲終於在19世紀開始了漫長的獨立運動。

智利於1818年宣布獨立，並自1891年起進入相當穩定但複雜的內閣政府時期，許多政黨出現，如自由黨、民族主義黨、激進黨、保守黨及民主黨，但卻都不是多數黨，而至1920年之前的各任總統也都無法以其個人威權凝聚國會的力量。阿雷山德里(Arturo Alessandri Palma,1920-1925)在自由聯盟(Alianza Liberal)的支持下當選總統，1925年所創立的憲法重建總統制政府，擴張總統權力，使總統成為智利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角色(Manuel Alcántara Sáez 1998:52-53) 。

然而對於智利的整體政治史而言，發生於1973年9月11日的一場軍事政變在智利國內不但將該國人民帶回獨裁統治的生活，在國際間此次政變也被視為美蘇雙方在智利相互角力的象徵。

﹙一﹚ 阿言德政權(1970-1973)


生於1908的阿言德於1933年取得醫學博士學位
。熱衷於馬克斯主義的阿言德曾公開批評資本主義，並致力於社會主義改革。因此他在從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到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的歷任美國總統中都不受歡迎，因為美國擔心智利會加入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並成為共產主義國家。尤其美國在智利擁有實質性的經濟利益，一旦社會主義執政，一些大公司的投資就有可能被國有化或沒收，所以在尼克森總統任內(1969-1974)，美國資助支持保守派候選人亞歷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的政黨，而阿言德則從國外的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組織中獲得財政支持。

在1970年智利的總統大選中，身為全民聯盟(Unidad Popular)領導人的阿言德以獲得36.2%的選票微幅領先對手亞歷山德里34.9%的選票，順利成為智利新任總統。阿言德政府上任後推動「智利社會主義路線」，其施政要點為：(1)為擺脫外資的控制以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大規模實行國有化，包括了紡織、鋼鐵、汽車製造和銅礦業 (2)提高生產，擴大工人的參與權並減輕工人階級的負擔 (3)提高人民收入和改善社會福利，以消彌貧富懸殊及收入不均的現象 (4)進行全面性土地改革，大規模徵收莊園與土地，並為許多農民分配土地 (5)維護國家主權，加強對外關係的獨立性，並恢復與古巴的外交關係。

至於改革成效部分，由於其政策執行過快，樹敵過多，結果導致外國公司採取報復措施，不但停止對智利貸款和投資，還撤走了技術人員，以致於生產線陷於混亂。此外，國有化政策將許多中小企業收歸國有，造成業主對國家的不滿，不但紛紛撤走資金，更造成工程技術人員的外流。另外，國有化的企業由於經營管理的不善造成生產量下降，例如1972年智利銅產量已從世界第3位下降至第5位。而物價不斷的上升與市場商品的匱乏造成勞動者實際生活水平下降，因此不滿政府的情緒也逐漸累積中。把阿言德政府視為心腹之患的美國，更不斷對智利施加政治與經濟壓力，實行經濟封鎖、壓低銅價、減少對智利的投資，並且極力支持反政府運動。而在國內社會方面，各階層不滿情緒持續擴大，罷工、示威、抗議等活動不斷，使政局日益動盪不安，終究造成了1973年9月11日的軍事政變。

﹙二﹚ 軍事政變 (1973年9月11日)


軍方在智利政治史上可說是一個決定性的團體，自1969年至1973年8月為止，軍方共介入了五次政治衝突，深深影響智利的政治制度發展(Rivas Sánchez y Elisabeth Reiman Weigert 1976:235)。儘管1973年1月29日軍事政變最終失敗，但仍被視為是9月政變的試驗，至少使政變者知道軍方內部那些是反政變者，而用盡各種方法將那些人調職。(Alcántara Sáez 1998:61-62)

改變智利政治史的軍事政變終於在1973年9月11日爆發，由陸軍司令皮諾切特將軍(Augusto Pinochet)、空軍司令雷赫(Gustavo Leigh)、海軍司令蒙得洛(Raúl Montero)和警察局長蒙得薩(César Mendoza)共同策劃了這次政變。11日清晨叛變的海軍陸戰隊佔領了瓦爾帕萊奈港，且空軍飛機也早已在總統府(拉莫內達宮)上空盤旋。8點30分時，以皮諾切特為首的三軍司令和警察局長所組成的軍政府委員會發表公告，命令阿言德立即辭去總統職務並交出政權。儘管當時的空軍參謀長史哲文(Gabriel von Schowen)已為他準備一架飛機流亡國外，但阿言德卻堅持智利總統決不逃跑，並在總統府兩次透過廣播向全國人民公開喊話，強烈譴責軍事政變，斷然拒絕辭職。11點30分，皮諾切特向阿言德發出最後通牒，如果不投降就轟炸拉莫內達宮。由於阿言德拒不投降，12點時兩架飛機向總統府投擲炸彈，13點45分政變部隊攻佔了總統府，阿言德以身殉職，也開啟了智利前所未有的獨裁時代。

﹙三﹚ 皮諾切特的獨裁統治 (1973-1989)


皮諾切特掌權後，在經濟方面改採自由市場政策，成功帶領智利經濟發展，尤其在80年代被拉丁美洲國家普遍稱為「失落的十年」中，有別於拉美各國經濟受到外債危機的重創，智利的經濟表現卻是一枝獨秀，其主要目標為：經濟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穩定通貨膨脹(卓忠宏 2003: 210)。經濟政策的成功使得皮諾切特獨裁政權得暫時避開80年代拉丁美洲的民主化浪潮，仍然維持軍人統治政局。但皮諾切特為安撫人心，在1981年通過新憲法，其中通過總統任期8年，1981至1989年為民主轉型的過渡期，等該時期結束時由全民公投決定軍政府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是否適任。結果1988年皮諾切特表達續任總統意願時，遭到全民公投反對，皮諾切特只能依憲法規定黯然下臺，於1989年12月舉行總統和議會選舉，結束了軍人統治(邱稔壤 1997: 22-24)。

儘管皮諾切特執政後帶給智利經濟的復甦，但他對前政府的殘餘支持者所進行的殘酷鎮壓卻令人詬病。軍政權不但在全國實行戒嚴和宵禁，更限制集會與新聞自由，尤其立即取締所有左翼政黨，一些公開反對政府的人士也遭到迫害，更有成千上萬的智利人逃到國外
。而關於此次軍事政變前後的社會階級對立與貧富懸殊問題都在電影「那年陽光燦爛」(Machuca)一片中有深刻的描述。
四、 那年陽光燦爛嗎？

拉丁美洲電影史起源於1896年8月，由盧米埃兄弟在墨西哥市舉行首映。之後，兄弟倆帶著相機踏遍此地，為他們的電影重新找尋新的觀眾和放映地點。十九世紀末的拉美電影無論在都市或鄉村皆處於一段穩定的發展時期，直到1930年代初期，大部份的拉丁美洲電影主要為紀錄片，其內容主要在反映當時的社會現況，除了描述都市貴族的風氣、權力及富貴外，同時亦拍攝壯觀的鄉村景色(白方濟2006:170)。1970年至1980年代拉丁美洲動盪不安的革命趨勢正如1920年代的蘇聯一樣，為電影的發展提供了一塊肥沃的土地，其結果出現了兩部情感極為豐沛的政治影片：〈智利之戰〉(La batalla de Chile)以及〈酷煉時刻〉(La hora de los hornos) (Richard M. Barsam 1996:542-543)。〈智利之戰〉由導演古茲曼(Patricio Guzman)製作，紀錄了智利1973年軍事政變前的民主政府運作情形，是政治宣傳上的高明之作，也和本研究的影片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見證智利歷史的絕妙佳作。拉丁美洲的政治角力與社會問題經常反映在電影中，政治性電影對他們而言別具意義，因為不但充斥著政治鬥爭與批評，甚至也訴說獨裁時期的故事。
﹙一﹚ 導演與劇情簡介：


安德烈‧伍德(Andrés Wood)於1965年出生於智利首都聖地牙哥，雖然大學讀的是工程，但對電影藝術的熱愛使得他大學畢業後便決定前往紐約研習電影，並在那裡完成了個人的第一部短片Idilio (1992)。其實伍德算是和台灣觀眾頗有淵源的一位導演，他的長片處女作〈足球夢〉(Historias de fútbol,1997)曾在1998年第一屆台北電影節(Festival de Taipei)得到國際類的特別獎，更在西班牙聖塞巴斯汀影展(Festival de San Sebastián)中獲得新銳導演特別獎。而他的第二部電影〈發瘋〉(La fiebre del loco,2001)則獲得古巴哈瓦那國際影展(Festival Internacional de Nuevo Cine Latinoamericano de la Habana)的最佳劇本獎與西班牙拉美電影節(Festival de Cine Latinoamericano de Lleida, España)的最佳導演獎。

〈那年陽光燦爛〉(Machuca,2004)是他的第三部電影，也是他至今最成功的作品，不僅在坎城影展(Festival de Cannes)得到熱烈好評，又征服溫哥華影展(Festival de Vancouver)獲得觀眾票選為最佳影片。1973年政局不穩定的智利首都聖地牙哥街頭暴動與示威遊行不斷，而由美國中情局幕後策動，由皮諾切特將軍率領的軍事政變於9月11日清晨爆發，導演以無限鄉愁打造了此片，從出生貧民窟的瑪丘卡(Pedro Machuca)和家境富裕卻親眼目睹母親紅杏出牆的白人少年岡薩羅(Gonzalo Infante)的觀點見證了那段動盪不安的日子，尤其岡薩羅的角色其實是導演對自己童年回憶的反射。瑪丘卡在左派的馬克安諾神父的努力安排下，和幾位同在貧民窟的男孩子進入了當時的貴族學校–聖派翠克英文男校就讀。馬克安諾神父是當時的校長，致力於消彌智利人民的階級之牆，執意招收學校附近的貧民窟小孩就讀，瑪丘卡因此和來自中產階級的岡薩羅成為好友。瑪丘卡帶著岡薩羅一起參與左派份子的示威遊行，而岡薩羅則邀請瑪丘卡參加中產階級的社交派對。大人世界的對立，彷彿在孩子的世界裡悄悄瓦解了。巧的是這兩個朋友同時愛上了瑪丘卡的鄰居希瓦娜(Silvana)，在這奇妙的三人行組合中，岡薩羅負責滿足另外兩人對物質生活的奢望，而瑪丘卡和希瓦娜則帶著他穿梭在不同的示威遊行中，不是為了聲援自己的政治立場，只是為了在各個遊行隊伍中販售商品糊口。腳踏車、黨旗、煉乳、香菸等物品，都被安德烈‧伍德巧妙地「精神化」，暗喻為不同階級、黨派間的交流與聯繫方式。

然而智利的政局持續動盪不安，貧民窟出身的左翼份子和中產階級的右派抗議者各據一方，街頭示威運動亦愈演愈烈。9月11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幕後策劃政變，讓以皮諾切特為首的軍隊重新掌權，智利的歷史也從此改寫，開始了長達16年的獨裁政權。而一直到政變發生的那天以前，瑪丘卡和岡薩羅都沒想到他們的友情最終仍不敵兩人是來自不同社會階級的事實，甚至更傷害了彼此。

本片是根據導演童年成長經驗改編而成，透過孩子純真的眼光，使得當年貧富階級的對立和殘忍的政治事實有精彩地呈現。不但從純真少年的角度比對了成人世界的做作與虛偽，也從日常生活的微小改變見證了國家歷史的轉變。

﹙二﹚ 影片內容分析

   為使此章節的架構分明並易於理解，將以每10分鐘或20分鐘為一單位針對<那年陽光燦爛>這部影片做更深入的分析與探討。儘管不難看出片中除了描寫三位主角的友情以及他們對成人世界的好奇外，其實對1973年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軍事政變前後，人民生活的刻劃以及社會階層的不和諧才是貫穿整片的重點。

00:00-10:00
1. 早上7:30的電視新聞正報導著:「圖哈部長譴責反對黨對於生產部門勞工的反對計畫」，說明著本片將帶出的社會問題是來自於政治的不和諧。

2. 本片以校園環境象徵著在智利阿言德政府執政下所進行的變革。例如校長(馬克安諾神父)帶了五個來自中下階層的小孩至貴族學校就讀，這意味著在當時智利其實正在進行社會改革。尤其馬克安諾神父故意將這些小孩的座位打散在教室各角落，其實也是在落實智利不同社會階層需學習彼此相處與尊重的理念，這也是當時政府的改革計畫。而當馬克安諾神父問瑪丘卡(Pedro Machuca)的名字時，故意激勵他講話要大聲點，其實也是希望中下階層要學會為自己發聲，不要感到低人一等。

3. 片中有許多有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嘲弄與不尊重的舉動(如瑪丘卡和其他轉學生經常被同學欺負)，代表著其實校園裡學生的衝突就是當時智利社會不同階層衝突的縮影。

4. 馬路邊的牆上寫著幾個大字:不要內戰(NO A LA GUERRA CIVIL)，以及對民生用品的囤積，都說明著社會的動盪逐漸惡化中。

10:00~20:00
5. 新聞報導中提及首位訪問蘇聯的智利總統阿言德將與蘇聯共同簽屬相關協議，表示著當時智利的執政當局正在走中間偏左的路線。

6. 在游泳課中，富家子弟對貧窮小孩的恥笑使得馬克安諾神父大怒(因為五個轉學生連泳褲都買不起，只能羞愧的穿著內褲站在池邊不敢下水)，並斥責：「你們要學習如何尊重人，就算什麼也沒學到，也要學到這點，不管你們是誰或在哪裡出生」。校長的意圖非常明顯，就是想打破中南美洲百年來的種族及階級隔閡，這理念也是與當時阿言德政府一致的。

7. 許多報紙與廣告文宣寫著：「為了智利，辭職」、「右翼注意，暴民來了」、「舊資本主義已死」，正說明著智利社會的分裂狀況。左翼勞工份子主張辭職以癱瘓資本主義系統，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智利；而右翼人士則認為中下階層的左派份子都是暴民。

20:00~30:00

岡薩羅和瑪丘卡變成了好友，兩人經常一同參加不同黨派的抗議遊行。
8. 在右翼的遊行隊伍中人們喊道：「努力20年、毀於3年」、「阿言德，國家不容被出賣」、「不是共產黨的就跳」。因為右翼人士認為智利的經濟相較於早期的智利已進步許多(早期智利的經濟實力的確是不如墨西哥及阿根廷)，而阿言德所推動的社會改革正在摧毀過去奉行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成果，口號中的「毀於3年」指的是阿言德總統所執政的那三年(1970-1973)。同時他們也非常害怕智利將走向古巴的道路(因為阿言德上任不久後便恢復與古巴的外交關係)，所以認為國家是不容被出賣的。而從抗議人士也了解右翼人士都是有錢人居多，例如抽希爾頓及君王牌的煙、穿著華麗的衣服並開車抗議。
9. 而左翼的示威就比較激烈，他們拿起共產黨旗幟，因為當中有許多人是屬於智利共產黨青年軍或社會黨，而穿著也相對的平凡。並大喊「人民擁有力量」、「阿言德，人民支持你」、「不是木乃伊的就跳」(木乃伊指的是有權有錢的人)。

30:00~40:00
10. 在充滿勞動階級的貧窮村子，許多戶人家都貼著阿言德總統的照片，可見阿言德在這些地區普遍受到高度的支持。
11. 民生用品缺乏而造成部份有錢人囤積貨物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沒有香菸、沒有牛奶、沒有肉品、沒有蛋、沒有麵粉。這些社會動盪不安的情況其實是因為阿言德政府實施國家保護主義及社會改革後，各國對它所進行的報復。

40:00~60:00
12. 岡薩羅排隊想買3罐煉乳，但老闆說每戶只能買2罐，一共是50葡萄牙幣。買日常食品不但得大排長龍卻還得使用葡幣，可見社會狀況比之前更不穩定，也象徵著軍事政變一觸即發。

60:00~70:00
13. 聖派翠克英文男校的校園與社會一樣，雙方皆有一些較為激進或是懷著仇恨的人，但也有偏向和平的人，而當衝突發生時就會造成流血衝突。一根棒棒糖所引發的衝突使得瑪丘卡和另一個帶頭鬧事的人扭打在一起。校長教訓：「你們在學校甚麼都沒學到嗎？你以為用拳頭就能贏得尊重嗎？打完同學後你能做甚麼？把他勒著直到沒氣再把他吃掉嗎？」校長這番教訓其實也點出社會的問題點，右翼只顧著自己的利益並盡可能剝削員工，而左翼則以暴力的手法進行社會抗爭。
14. 岡薩羅一家人聚餐時父親說要去羅馬工作，家人拼命說他們要國外的商品(如鞋子和包包等)，父親笑說你們要我走私嗎？可見當時阿言德的政策是對外進行經濟封鎖，實施進口工業替代化。岡薩羅的父親提議乾脆全家搬到羅馬去住好了：「因為社會主義也許適合智利，但並不適合我們」。可見一般較富裕的家庭並不支持阿言德政府的社會改革政策。
15. 社會狀況越來越糟，甚至有人抓狗來吃，而本來在牆上的”不要內戰”也變成了”準備內戰”(A LA GUERRA CIVIL)。

16. 瑪丘卡的酒鬼老爸回家要錢並看到岡薩羅時，以不屑的口氣對兒子說：「你知道嗎? 5年後你的朋友去上大學，你開始掃廁所。10年後你的朋友在他父親公司上班，你還是在掃廁所。15年後你的朋友繼承了他父親的公司，但你還是在掃廁所。到時候他連你的名字都記不得了。」這番無奈的話道出窮人對富人的不滿，也顯示出當時智利不同社會階層的對立或甚至仇視，儘管阿言德政府極力協助中下階層的人民，但貧窮鄉下的一般民眾對未來仍不報希望。

70:00~80:00

家長座談會時，校長(馬克安諾神父)與許多家長討論到最近校園內的改變。兩派人馬及校長因為對校方政策的觀點不同，進行了下列的爭辯。而這些爭辯其實反映了整個智利社會的真實面，而校長就像是執政當局，必須面對社會兩派不同的看法並進行協調，而最後不同意見的家長所爆發的言語衝突似乎也代表了一場武裝政變的即將來臨。內容如下：

17.許多有產階級的家長認為無產階級的小孩才是暴力的來源，並怪罪神父把無須認識的小孩帶進來校園，甚至認為神父在操弄他們的思想:右翼認為左翼人士是國家暴力的來源，甚至認為阿言德政府就像是在操控群眾，並進行沒必要的社會改革，例如土地改革及重大經濟部門國有化，以及剝奪他們及外資的權利，造成不必要的動盪。

18.校長認為這些政策事前皆有發出通知，如果家長不喜歡，其實可以離開:阿言德政府認為這些社會改革都有事前告知，如果外資或特定人士不喜歡可以離開智利。
19. 右派家長回應：「共產黨神父你才該離開。」:右翼人士認為親共的阿言德總統才應該下台。

20. 左派家長認為應該讓小孩有公平的學習機會，以及民主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左翼認為社會的各項利益(如教育權、土地權、工作權)都應該進行公平的分配，並尊重民主的決定。

21. 右派家長抨擊校長這種做法會使學校破產: 右翼認為阿言德這樣的社會改革及福利政策會使國家破產。但校長提出校園農場的收益馬上就會進帳，這樣就能彌補小小的赤字:阿言德政府認為改革成功後的收益將會彌補目前現有的國家赤字。

22. 右派家長提到:「我捐了30頭豬給學校，而那些共產份子想偷走。我聽說豬沒打預防針都快死了。」:右翼及外資認為過去投資那麼多錢在智利各項產業，如今社會化想將這些產業及部門進行國有化，且在這些政策下，缺乏專業的作業員及管理員，導致這些部門生產停擺且面臨倒閉的危機。但校長認為有些事情總會發生，這是小孩子成長過程所需經歷之一，也就是政府認為這是國家社會必經的過程。

23. 右派家長提到:「我們不喜歡這種家長主義式的作風，校方這種作法是一種不勞而獲的行為，這東西是我們辛苦掙來的一切。」:右翼認為他們不喜歡這種中央主導式的經濟計畫，且這種作法是使得無產階級不勞而獲，奪走有產階級的心血。但左派家長說:「你才是家長主義式的作風，認為在幫別人爭取，但他們自己又不是不會說。」:左翼認為右翼的作法才是強勢的主導，右翼總是認為他們是在幫大家爭取福利，促進國家的發展並創造工作機會，符合窮人的需求，但這些真的是他們的聲音嗎？

24. 岡薩羅的母親(右派家長)質問校長:「為何堅持要把<梨子>和<蘋果>放在一起?儘管沒有哪一個比較好的問題，但它們就是不一樣」:右翼認為為何要進行多元化的社會改革，我們(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就是不一樣。

25. 瑪丘卡的母親(左派家長)說:「當我還小時，我住在一個農場，離聖尼可拉斯很近。我父親照顧牲口，如果動物出了什麼問題，那個月底我們就沒飯吃。理由不重要，都要怪我們的父親。我15歲時來到聖地牙哥，因為我不希望別人把一切都怪到我兒子身上。但我看這裡的情形也是一樣，一切都是我們的錯。不會有人怪你們不願意改變，有時候我問自己，何時才會有改變。我們何時才能做不同反響的事情。」但另一位右派家長立刻站起來大喊:「悲情主義省省吧！滾出去吧！快叫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出去。」:右翼認為左派家長在發動悲情主義的公式。
95:00-115:00
26. 社會發生嚴重的衝突暴動，許多店家都拉下鐵門不敢營業。在右派的示威遊行隊伍中，希瓦娜在人群中兜售香菸，但因為岡薩羅姐姐的男朋友買了香菸卻拒不付錢，進而使得希瓦娜和岡薩羅的母親發生了嚴重口角與肢體衝突。岡薩羅的母親和幾個有產階級的婦人罵希瓦娜︰「該死的下等人，回妳的貧戶窟吧！」，而希瓦娜則反罵那一群女人是:「勢利鬼」。而這一切都讓岡薩羅看在眼裡。

27. 戰鬥機飛過，而這奇特的飛行路線似乎預言著將有大事發生。隨後鏡頭立即帶到新聞報導，電視裡是智利軍事政變的畫面，政變的軍隊與死守宮殿的阿言德軍隊火拼，而最後阿言德拿著卡斯楚送給他的槍自殺。之後則轉播政變首領皮諾切特將軍的記者會，皮諾切特說：「經過三年的馬克思主義之癌，軍隊獲得全面支持，重新掌控社會秩序。無論在道德上及社會上，再也令人忍無可忍，軍隊今日重整秩序，完全由一個愛國意識發起。阿言德混亂的馬克斯政府終於結束。」
28. 而在本片中一直象徵當時社會的校園已被軍隊控管，並由索多邁尤上校接任新校長的職務，凡頭髮過長的男生都被強迫剪成平頭。而神父終究難敵軍隊的優勢武力，校園裡也成為一言堂，謾罵軍隊者都會被抓走。新校長走進瑪丘卡和岡薩羅的教室，表明學校要來個<大掃除> (una limpieza)，隨即公佈了五個退學同學的名單(因為他們的家長都是支持前校長的)。自由的教育在軍隊接管後取而代之的是用專制來控制孩童思想的政策，還有禁止言論自由都是威權政府典型的表現。全校的學生收起往日的笑容，臉上顯露出的盡是不安與恐懼。
29. 校園裡的彌撒在威權體制下也不再有其意義，而是成為鼓吹軍政府的一種手段而已。就在新來的神父念禱詞時，舊的神父校長走進來並拿起所有的聖餅哀傷的吃下後說此地已不再神聖了，並捏熄油燈以示抗議。
30. 之後鏡頭帶到岡薩羅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家(除了傭人在家外)，之後他騎著腳踏車經過無人的街道，以及原本應該有小孩嬉鬧但卻格外安靜的花園空地，似乎說明著軍政府接管後，雖然恢復了社會秩序，但也嗅不到一絲自由的空氣，國家社會失去它應有的活力。
31. 而在表面平靜的社會中，其實進行著全面性的肅清。在偏左的貧名窟中，軍隊正在進行大規模的迫害及屠殺，不管男女老幼皆受到不仁道的迫害，這些百姓在工作上不只受到剝削，其生命也一文不值。而此時的鏡頭特別使用近似黑白的色澤呈現出住在貧民窟的人民對軍政府的恐懼。瑪丘卡和希瓦娜的家人都遭到軍隊毒打，尤其希瓦娜更為了保護自己的父親被槍殺身亡(因為軍隊搜出他父親之前販賣的共產黨小旗子)，這一切都呈現在瑪丘卡和岡薩羅的眼前。而在現場的岡薩羅也在一陣混亂中為了自保，毫無選擇的立刻表明自己的身分是有產階級的，諷刺的是最後軍人是看到岡薩羅腳下的那双愛迪達球鞋才確認他有產階級的身份而放他走的，兩人純真的友情終究不敵現實社會的殘酷面而劃上了句點，最後岡薩羅流著眼淚傷心地騎著腳踏車逃離了貧民窟。軍政府下的表面和平，其實是一個分裂的社會，而岡薩羅的故事只是當時智利社會普遍現象中的一個例子而已。
32. 當岡薩羅之後再騎到街上時，見到的是更小的孩童拿著槍在嬉鬧。之後他搬到更豪華的房子，以更豪華的名車代步，活在聲稱有秩序及穩定發展的社會中(如同報紙所說：智利已進入正常的生活)。但儘管如此，岡薩羅臉上的笑容卻不再出現，甚至也不再認真讀書。鏡頭帶回原來教室，原本坐滿學生的教室最後只剩下一半(另一半都已被強迫退學或遭政治破害了)，連原本的女老師都被換了。這似乎說明著智利在軍政府的執政下，其實是進入社會階級與貧富差距更大的社會，也因為政府的強勢經濟計畫及開放優惠的特別政策，各階層已沒有為自己努力奮鬥及競爭的動力。

五、結論
   西班牙殖民拉丁美洲時期對當地古文明的摧毀、對原住民的迫害、對財富的貪婪，進而沉迷於對權勢的擴張與安逸的生活中。儘管殖民帝國最後終於瓦解，但拉美版圖至今似乎已成了美國的後院，而沒受到上帝太多眷顧的拉美人民也已淪為美國社會的次等公民與生產線上的廉價勞工。
   也許電影有著與歷史相同的使命–阻止遺忘並喚起記憶，阻止那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人們逐漸遺忘。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世貿雙子星大樓所遭受的恐怖攻擊事件造成了2977人死亡、24人失蹤。悲劇造成後，在阿拉伯世界，很多媒體都刊登了評論文章，紛紛猜測事件是由以色列人、猶太人、猶太復國主義者或甚至美國人自己發動的，其目的是挑起全球仇視阿拉伯的情緒。上萬名阿富汗民眾在得知九一一事件發生後試圖逃離阿富汗，擔心遭到美國的報復，這是<美國的恐怖九一一>。而在智利方面，1973年9月11日，智利民選總統在軍事政變中堅守崗位並戰死於王宮中，之後皮諾切特將軍上任後造成千萬人逃亡、喪命、失蹤、入獄或逃離國門，而這場血腥悲劇的背後正有美國的政治力介入，有不少人將此視為<智利的九一一>，只不過當年的加害者在28年後竟成為被害者。
   導演安德烈、伍德2004年的作品Machuca，其中文片名譯為<那年陽光燦爛>。Machuca是生長於貧戶窟小男孩的名字，而此片之所以被翻譯為<那年陽光燦爛>可能是較著眼於三位年輕男女主角的友誼，竟能超越當時智利不同社會階層的紛爭以及不同黨派的對立。但最後皮諾切特將軍的獨裁政權上台後，儘管維持了社會秩序和平的表象，但實際上對左派份子的肅清卻讓這三位主角的友好關係宣告破裂，因此在欣賞完此片的同時不禁令人深省:智利1973那年的陽光真的燦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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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電影」指的是一種在1960年代開始所採用的電影拍攝手法，強調電影中不使用道具、職業演員和特效，而完全採用一般人以及真實的場景(而非片廠)進行拍攝。


�其表姪女為世界知名女作家伊莎貝爾‧阿言德(Isabel Allende)，伊莎貝爾的父親多瑪士‧阿言德(Tomás Allende)和阿言德總統為表兄弟關係。多瑪士曾任智利駐秘魯的大使，因此儘管出生於利馬的伊莎貝爾之後返回智利受教育，但1973年智利政變後，伊莎貝爾於1975年流亡於委內瑞拉。


�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顯示，美國在政變前插手了智利政治，而介入的程度至今仍眾說紛紜。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政變前兩天獲知消息，但自稱「並未直接參與政變」。而當時的美國國務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向尼克森總統彙報說：美國「沒有發動政變」，但「盡力創造政變的條件」，包括領導經濟制裁。有些左翼政治家認為美國政府與中情局應為阿言德之死負責，他們把阿言德視為美國推行帝國主義下的犧牲品。


�皮諾切特執政的16年間遇難人數至今仍不詳。依照2004年國家委員會報告指出，大約有35,000人宣稱遭到了軍政權的酷刑與折磨，其中超過半數的逮捕行動發生於軍人掌權的數個月內(大約有18,000人宣稱他們是在1973年9月至12月間遭到拘禁的)。





